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持人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

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在经济领域，金融治理和审

计工作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因此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治理经验和审计思

想变迁，发掘中国共产党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的独特作用与优势，对于新时代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安

全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金融治理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治理，实现了安全观从政党安全、主权安

全向经济安全乃至总体国家安全的发展深化；中国共产党在金融治理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发展实业为基，以

构建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关系为要，以实现人民群众利益共荣为本”的金融治理思想，确立了不同于西方政党

的独特优势。在审计方面，1921−1949 年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三个理论来源和三大

理论创新。系统梳理与总结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历史演变，不仅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审计理论体系提供理论基础，而且对于讲好中国共产党审计历史、传播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制度，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程　霖
 

中国共产党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的独特优势
−基于百年金融治理经验和逻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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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主线，是认识党领导与参与金融治理

活动的重要抓手。文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百年金融治理的史料梳理，考察了党在这一过程中的独特

作用和优势，并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这一历史经验和治理逻辑进行学理化研究，形成了一个三元

关系分析框架。研究发现：（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治理，在实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从个体化、

分散化向集体化、规模化乃至集成化转变的同时，实现了安全观从政党安全、主权安全向经济安全

乃至总体国家安全的发展深化。（2）对“发展和安全”认识的深化，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思想导

向、战略目标导向和核心利益导向所带来的战略定力优势、调控能力优势和政治动员能力优势。党

的领导是在明晰政府和市场两大主体权能边界的基础上形成的长期战略领导，具有独特的治理优

势。（3）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治理优势又通过两条权能路径促进了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即党的战略

定力优势保证了政府决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权能调控能力和政治动员能力优势又使得党能够在

政府和市场间发挥利益引导和平衡作用。文章对于认识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并推动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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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习近平，2020）。中国共产党用百年时间从一个新生的革命组织发展成为领导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的执政党，在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治理体系的同时，以世所罕见的经济

发展奇迹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掷地有声的回应，表明发展和安全始终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

领域（赵建平，2021）。因此，从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主线出发，立足史料考察中国共产党在这

一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经验和治理逻辑，并以此为基础，通过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学理化研究提炼

其独特优势，对于研究党在金融治理乃至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要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的独特优势，就有必要提炼党在百年金融治

理历程中的经验和理论逻辑以及治理逻辑。已有文献虽然也做出了一些研究，但仍然难以达到

这一要求。从历史经验和逻辑线索来看，我国近代金融史的系统研究仍大多聚焦于北洋政府、南

京国民政府时期中的某个特定时段（金普森和王国华，1991，1993）、特定对象（吴景平，2019；颜色

等，2020）、特定区域的金融发展规律探索（杜恂诚，2012，2015），而包含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金融

治理实践在内的金融史文献相对较少。现有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金融史文献，主要从根

据地金融机构（姜宏业，1985；刘国昆，1998）、金融政策（田霖霞，1996）、货币发行（陈安丽，2000）、

银行业务（李金铮，2000）、货币斗争（汪澄清，2005）等五个方向展开史实梳理。这些梳理可以总结

为两个特征：一是党早期金融事业的形成始终是围绕多个目标而非单一目标展开，主要以革命

斗争（或对敌斗争）目标与根据地工农业生产目标为主线（贾秉文，1995）。二是党早期金融事业

的发展演变过程具有连续性。例如，李祥瑞（1985）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指出，苏区银行机构与边区

银行机构间存在组织和业务上的承接性；马洪范（2006）认为独立自主的金融发展政策、审慎的货

币发行政策、严格的金融管理政策为实现国家有能力掌管本国金融奠定坚实基础。这类研究尽

管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事业发展研究提供了多样的分析视角和有力的史实支撑，但也存在

一些局限。一方面，由于我国近代其他统治区域的制度、物质基础、群众结构等先天条件与中国

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条件差异较大，因此其治理经验和教训的参考意义较为有限，难以深入认

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治理逻辑演进；另一方面，虽然有关党的近代金融史文献在某一特

定历史阶段或特定领域进行了深入挖掘和研究，但这些研究对中国近现代金融治理发展的梳理

缺乏线索串连，更缺乏将相关历史经验加以分析和提炼的逻辑框架和理论基础。尽管也有个别

文献提及了马克思金融理论与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间的内在关联（刘壮，2018），但这些研究尚欠

缺学理深度，有待进一步发展。

从治理逻辑来看，已有讨论国家治理体系的文献大多集中于政府和市场两者间关系的研

究。青木昌彦和周黎安（2001）借助博弈论工具提出了全球国家或地区制度演化的多样性特征，

这一分析框架背后暗含的是政府和市场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但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是可以协调的，如田国强（2012）提出市场和政府是“有效和有为”的关系，政府要减少行

政干预以激发市场内在活力；刘国光和程恩富（2014）则认为两者关系是互补调节关系，通过各自

优势调节对方的功能失灵以期形成“高效市场”和“高效政府”；胡钧（2014）和袁恩桢（2016）也认

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要提高驾驭市场能力以服务于社会目标，从而形

成“双强关系”。虽然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他们的分析仍大多局限于

政府与市场二元关系的基本框架，尚未完整揭示构建政府与市场良性协同关系的理论条件，这

使得相关文献的理论设想在现实中难以真正走出二者对立的困局。要回应好这一命题，实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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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内在互动关系的全局性、系统性认识，就不能忽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

在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因此需要通过揭示中国共产党参与治理活动的独特优势，形成对于中国

共产党、政府、市场三者关系的正确认识。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文献梳理，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

本文从金融治理角度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治理逻辑和独特治理优势，是对现有研究的进一

步丰富。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金融体系，从稳固政党信用、强化主权信用到调动主权信用体系服

务经济发展到实现创新激励的发展演化，是在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主线下协调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关系的重要抓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思想导向、战略目标导向和核心利益导向所

分别带来的战略定力优势、调控能力优势和政治动员能力优势。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

在明晰其同政府和市场两大主体权能边界的基础上，以短期引导为具体意志体现的长期战略领

导，有力支撑了其治理优势的独特性。第二，历史逻辑的串连。本文对建党初期的史料进行全面

梳理，并将中国共产党百年金融治理的历史逻辑置于“发展和安全”这一主线中进行考察，发现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治理实践，在实现实体经济从个体化、分散化向集体化、规模化直至集

成化发展的同时，还实现了安全观从政党安全、主权安全向经济安全乃至总体国家安全的深化，

体现了党的金融治理在“发展和安全”两大维度历史逻辑的统筹协调，形成了较完整的历史脉络

和分析框架，填补了现有研究的空白。第三，治理逻辑的拓展。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进行学

理分析，进一步发展出中国共产党、政府与市场的三元治理框架。从三者关系的建构来看，党的

战略定力优势保证了政府面向市场决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其权能调控能力和政治动员能力

优势又使得党能够在政府和市场间发挥利益引导和平衡作用，这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拥有更高治

理效能的两条权能路径。党的战略定力、权能调控能力、政治动员能力同政府的组织实施能力和

市场的资本增殖能力既拥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又在权能调控方面相互协调、相互约束，形成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至五部分以“发展和安全”为主线对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金融治理进行史实梳理；第六部分在总结前四部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治理体系中

的独特定位和独特优势；第七部分在第六部分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建构了中国共产党、政府与市

场的三者关系框架；最后是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实业发展与政党安全：革命时期的金融探索①

20 世纪 20 年代，革命根据地要素禀赋的严重缺乏使其难以形成独立、自主的实业基础和统

一、完备的金融市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一大重要主体，早期中国农民阶级虽然是国民经

济的主要力量 ，但由于饱受外货输入所带来的通货膨胀之苦、土地变卖后被地主及雇主剥削之

苦和兵乱灾荒之下的高利借贷之苦 ，使得他们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层面团结农民阶级、

凝聚民意基础和壮大革命力量的突破口。1922 年 11 月，中共中央首次明确提出“利用此等公款

及富农合资组织利息极低的借贷机关 ”的思路；1927 年 3 月 19 日，毛泽东等再次提出设立农民

银行，解决高利贷问题。自此以后，金融机构都始终保留着以“低息贷款”为主要特征的农民（或

工农）借贷机关属性，这成为党在包括大革命、土地革命乃至延安时期在内的革命时期实施早期

  2021 年第 11 期

① 这里所说的革命时期包含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和延安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即 1922−1948 年。尽管早期根据地较

为分散，但各地实施的政策措施总体上没有明显差异（黄正林，2008a，2008b），因此本文针对土地革命时期的史料梳理主要是围绕闽浙赣省的

有关史料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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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探索的历史主线，也是中国共产党经济和金融事业的发展起点。早期金融体系旨在通过信

用观念、信用制度的萌生和发育，来实现以实业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目标和以稳固民意基础

为主要内容的政党安全目标的有机统一。遵循这一路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开

展了根据地金融的一系列探索。

（一）确立基本物质基础，支持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实业发展方向

实业基础是形成和开展一切金融活动的根本前提。围绕以下两大条件，中国共产党为早期

金融体系支持实业发展提供基础：

一是通过对劳动者的身份解放和生产激励建立以广大无产阶级为主体的要素基础和政治

基础。伴随各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筹建与创立，各地陆续以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方式取消了租佃

契约和其他剥削农民的契约，还废除了以资本家典当和封建地租制度下借钱、借谷、卖青苗等高

利贷债务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剥削制度，并通过政治没收的方式准许工农劳苦群众无价取当。一

方面，劳动力的解放确保工农业基本生产活动的开展，为早期金融支持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

面，早期民意基础为确立党的政治根基提供支撑。

二是通过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组织体系实现信用支持与实业发展的良性互动。1934 年

1 月 21 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

展合作社经济”，赋予了农业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主导地位，①间接引导了根据地金融机构的优先

信用支持方向，让“银行的资本，最大部分要用于帮助合作事业的建立与发展”。  ②一方面，通过

发放低息耕牛贷款和农具贷款积极增加农贷，以促进劳动力生产积极性；③另一方面，通过现金

贷款和实物贷款相结合的方式，迅速充实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细粮增收，实现农业信贷的“放得

准，放得对”（张水良，1980），这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基础信用和信用发行机制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维护好各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稳定运行为前提，兼顾对金融信用体系的

维护。这一阶段的根据地金融信用发行机制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适度发行纸币。发行纸币的举措既关系到根据地实业基础是否得以进一步发展的问

题，也关系到包括物价在内的一系列涉及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问题。苏区时期和延安时

期有着类似的纸币发行背景，因而发行目的较类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整顿近代中国货

币市场上金属货币与信用货币相互割据的混乱局面；二是通过信用发行，形成在国民党的经济

封锁和军事封锁下的反封锁斗争形势，避免根据地和边区的金融信用崩溃（高西莲，1993）。

二是以稳控风险为前提，沟通“白区”边贸。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有着相似的被经济封锁和

军事封锁的背景，苏区主要是因为经济基础薄弱，而延安革命根据地还存在财政超支、边币法币

黑市投机等市场失序因素。针对这一问题带来的金融风险，苏区时期通过发行兑换券的方式规

定票据只可购买苏区剩余产品而不兑换银元，从而缓解了苏区银元支付和产品外销的压力。而

在延安时期，在大力发展边区生产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货币发行“大吞小吐”地有计划调节，明

确银行同其他部门的信用往来属性，实现对物价和法币比价的稳定作用，另一方面在陈云的领

导下实现了边币与法币灵活适度的兑付机制，使边贸活动中的潜在信用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三是以确保币值稳定和市场流通有序为前提，稳固信用体系。中国共产党早期维护金融安

全、稳固信用体系的举措可归结为两个方面。首先是实现四个方面的纸币信用承诺管理：一是承

郎旭华、冒佩华：中国共产党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的独特优势

①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4 页。

②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金融研究所：《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1985 年 10 月编，第 156 页。

③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金融研究所：《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1985 年 10 月编，第 158−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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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同等行使货币的职能，与金银流通一致；二是承诺通过备足银行准备金，以

保证纸币信用受到质疑时群众可以用纸币足额兑换白洋；三是承诺纸币在社会上参与交易活动

与其他现洋同值使用；四是承诺对伪造纸币实施治理，并通过纸票盖印、货币用纸中掺羊毛（中

国人民银行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18）等技术手段防止伪造的苏区纸币流入市场。这些承诺的

贯彻执行使得纸币的信誉逐渐上升，纸币流通逐步取代白银成为主要交易媒介。①其次是货币发

行总量的管理，即通过严格控制纸币的财政性发行来保障人民群众平稳的生产生活。根据地时

期②和边区时期③的政策实践所形成的正反两方面教训，反映出党的审慎发行原则的确立与贯彻

既是当时薄弱经济基础条件下的无奈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金融治理过程中兼顾政权安

全核心利益的集中体现。自此之后，党的核心意志同金融体系的发展与治理进程也就产生了

关联。

三、工业化建设与主权安全：集中计划体制时期的金融体系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与国家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的工农业集体化生产成为经济建

设的主要方面。在解放区国营经济实践经验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新中国逐步建立起了适应国

家主权安全需要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一方面，以“人民币”为本币的新型货币制度的建立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建设提

供了稳定的信用保障，实现了我国金融信用体系从以战时筹款为重心向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过

渡。1948−1949 年，华北人民政府对金银流通予以全面管制，明令禁止金银带出解放区或走私倒

卖，树立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发行领域和外汇管制上的权威地位，禁止除银钱业外的其他公司

行号经营存放款、汇兑、贴现等业务，并要求银行禁止开展涉及外币交易、有价证券等相关业务。

对人民币本币地位的强化有效稳固了人民币的法定地位，有力整饬了市场流通秩序，为我国金

融发展步入持续的相对稳定时期提供了良好的交易流通环境。

另一方面，建立以“大一统”为特征的经济金融管理制度，成为我国早期适应经济发展与形

势变化需要的主要治理模式。在领导我国实现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重工业、轻

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放在主要位置，并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以农、轻、重为

序，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建设方针，这为当时三类产业实施有计划的金融调拨提供了路线

依据。在这一体系下，银行信用发行和派生体系的自主性也呈现出“高度统一、高度计划”的鲜

明特点。“高度统一”即基于列宁提出的“银行国有化”思想和苏联“三个中心”职能构架基础上

的银行体系组织结构的统一。在这一框架下，中国人民银行不仅作为信贷中心集中绝大部分信

用贷款，而且还作为现金结算中心和出纳中心监管市场主体的现金用途、流向和信贷偿还情况，

“成为部队、机关、团体、国营企业、合作社的总的帐务会计机关”。  ④ “高度计划”即国家银行在

货币调配上的高度计划性：一来作为国家指定的“现金调度的总机构”，  ⑤市场上货币资金集中于

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统一分配划拨；二来银行的实际运作按照信贷与现金出纳的“两个计划”进

行，具有明显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特征。

新中国早期的金融体系实现了交易流通秩序的统一，但在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基础薄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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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金融研究所：《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1985 年 10 月编，第 147 页。

②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金融研究所：《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1985 年 10 月编，第 34 页。

③ 参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12−182 页。

④ 参见陈云：《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3 页。

⑤ 参见陈云：《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7 页。

•  8  •



双重约束下，金融体系尚不具备自主信用派生的条件，客观上起到了充实财政力量、辅助产业资

本发展的“第二财政”作用，是巩固国家主权信用、服务主权安全利益的重要补充渠道。

四、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改革开放时期的金融深化

改革开放后，市场对经济运行调节作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多元化市场信用的产生使得这

一时期的金融治理初步探索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应对经济安全问题的金融监管体系，主

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金融核心论”从宏观上明确了金融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革命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金融从属于财政的属性限制了其资源配置功能的充分发挥，而

1991 年初邓小平明确提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的观点，①正式确立了金融体系的独立性和核心地位，并逐渐成为宏观间接调控的主要手段。伴

随这一变化的首先是实体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国有企业开始转变经营机制，探索以

扩大企业自主权和确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为主要特征（王东京，2018）的现代企业制度；另一

方面，以工商业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在金融支持下快速发展，进而带动了包括统一市场规则体

系、理顺市场价格体系、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在内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反过来又倒逼了公有制

经济的市场化改革。

（二）“银行论”“证券论”从金融结构上明确了这一时期金融的发展属性

对金融定位和作用的认识变化推动了金融体系职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在以银行为代表

的间接融资方面，邓小平著名的“银行应该抓经济，……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标杆”“要把

银行真正办成银行”论断，②从路线上明确了银行性质从主掌计划和分配的“算账、会计”属性向

充实国内资本、推动市场化商业化进程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属性的转型，信用体系

建设也正式从单一化主权信用向多元化市场信用协调发展的方向转型。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恢

复确立了我国以“农业、外汇外贸、基本建设投资、工商信贷与储蓄”四大专业职能为支柱的间接

融资金融体系。此后，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的分离又进一步推动商业银行职能的细化，逐渐

形成了地区行、城商行、农商行等适应不同资本结构需要的商业银行形式，实现了同实体经济的

多元化信贷需求的更好结合。在以证券为代表的直接融资方面，邓小平提出的“允许看，但要坚

决地试”的思想推动了我国股份制经济和证券市场的快速兴起，③在融资实践中陆续发展出主

板、中小板、创业板等资本市场板块，为不同所有制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融

资支持，日益成为支持和推动市场主体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金融国际化论”从金融开放上实现了对国内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金融国际化，首先是货币汇兑国际化。早期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我国以上海为依托，通过吸

引营业性外资机构入驻来建立金融中心，实现了人民币汇兑同国际接轨的初步探索。在此基础

上，1994 年、2005 年、2015 年我国又分三次实施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现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

制的市场化、弹性化。其次是促进实体经济参与国际分工的国际化。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形成

多边国际贸易合作，以此促进实体经济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形成实体经济的更大发展空间。金

融国际化有效促进了外资参与我国市场化发展进程，带动了我国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

郎旭华、冒佩华：中国共产党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的独特优势

① 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6 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65 页。

③ 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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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推进金融深化进程中形成兼顾经济安全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金融深化的推进加速了金融监管体系的转型，在市场化的实践探索中不断深化市场主体活

动与经济发展安全间的关系。这一时期，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

监管架构上发生了从“真正的中央银行”和“真正的商业银行”的“两层银行制”行政架构，向以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券会、中国保监会为主体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框架转型，

形成了基于各自功能定位和职能边界的监管模式；另一方面，在法律制度层面上，《中国人民银

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等一系列金融监管法律的陆续出台与实施，使得我国初

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监管体系。

五、高质量发展与总体国家安全：新时代的金融治理

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实现了以资本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实体经济规模化、产业化和金融体系的

日益深化，但金融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实体经济在高端制造业上的发展不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的属性逐渐丧失等问题。这不仅影响了经济安全，而且可能对其他领域的安全稳定构成潜在威

胁，亟需建立适应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体系。面对新形势下金融治理变革的迫切需要，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改革为主线，在着力推动实体经济向创新这一纵深方向发展的同

时，将新时代的金融治理置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治理框架下，推动新时代的金融治理变革向适

应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稳步迈进。

（一）从总体国家安全观高度明确金融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服务属性

习近平多次明确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并用“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来形容两

者之间的关系。①针对小微企业和科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及其对稳定就业和驱动创新的潜

在损害，以及金融虚拟资本无序膨胀可能对信用基础乃至执政党民意基础造成的国家安全风

险，习近平从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等四个维度擘画了党领导金融治理的总

体路线图，提出从“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

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健全金融法治”五个维度完善金融治理的具体方向。②这一方面凸显了党的

金融治理思路从过去注重金融监管制度完备性向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与

金融治理兼顾的转变，另一方面也深刻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党对金融治理领导中的重要

性，是对“发展和安全”内涵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化。

（二）构建适应现代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发展需要的监管框架

在完善金融监管结构方面，这一时期主要体现了从分业监管向复合型监管转变的特征。

2018 年 3 月，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体系从前期的“一行三会”向“一委一行两会”转变，即国务院

金融稳定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保监会。监管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在承继

了一定分业特征的前提下，通过对银行和保险监管机构功能的整合使得监管核心从过去单一的

机构监管向复合的功能型监管转变，有利于更好管控包括“影子银行”在内的表外资金监管；另

一方面，新增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架构提供了各分业监管机构横向的议事协调机制，避免

了过去分业监管“只管自家一亩三分地”的灰色地带问题，也有益于避免金融衍生品滋生的制度

套利大行其道对市场秩序的不利干扰。

（三）以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为主线引导金融体系服务实业创新发展

监管部门针对金融产品结构日益多元化的特点采取差异化金融监管策略，在完善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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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运行规则的同时引导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平稳运行、激励技术创新，形成了新时代国内

宏观金融治理的总体思路。在银行等间接融资渠道方面，以央行“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为

双支柱框架的金融调控政策注重市场流动性和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合理统筹，一方面对银行高风

险高杠杆的金融产品予以从严监管和清退，另一方面则通过市场化利率或汇率报价机制改革，

进一步实现金融产品定价的市场化，疏通金融机构的资本“堵点”，实现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进

一步下降；在股票发行等直接融资渠道方面，则以大力发展融资市场为主线，积极为新兴企业和

高科技企业开辟融资通道。2019 年 6 月，以注册制为主要特征的科创板正式开板。这既有助于

分散企业在初创时期或科技研发投入期的流动性风险，也有助于引导金融资本向挖掘（技术创

新驱动下）实体经济潜在新场景的“创新激励”功能转变。

综上所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金融治理的逻辑和经验清晰地刻画了金融与实体经济

关系的历史变迁。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实体经济依次经过个体化、集体化、规模化、产业化四

个阶段。这一方面源自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则源自早期党领导下

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帮助实体经济从过去维持基本生产向利用充裕资本推动实体经济的创

新激励转型，使得实体经济在新阶段得以由量向质转变，向纵深集成化迈进。从金融体系的角度

来看，实体经济生产关系多元化推动金融体系同日益市场化的实体经济的对接融合，使得我国

金融体系的功能从侧重分配属性向重视发展属性转变，形成了“稳定信用−强化信用−服务工商

业快速发展−创新激励”四个阶段的功能表现。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治理实践还体现出从早期以

社会政治安全为主发展经济向以经济发展为主强化国家社会政治安全的阶段性变化，形成了以

金融治理为纽带，发展与安全相互作用的“实体经济发展−金融体系功能−经济社会安全”三者

良性循环，这背后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立足人民主体性原则，统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发展和

安全”的关系。党的路线指引和通盘把握能力，彰显了党领导金融治理的独特优势（见图 1）。
 

实业发展

工业化建设

稳固信用

强化信用

促进发展 经济安全

政党安全

主权安全

经济高速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体经济发展 金融体系功能 经济社会安全

创新激励 总体国家安全

 
图 1    统筹“发展和安全”主线下中国共产党百年金融治理的历史逻辑

 

六、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治理的独特优势

中国共产党以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地建立政权（主权）信用体系的革命实践、治理实践为主

线，通过党在金融形成、发展乃至治理各阶段的独特作用，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符合

国内历史发展潮流的金融发展道路。之所以能走出这样一条道路，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金

融治理过程中彰显了其独特优势。这既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治理经验，

也有不同历史阶段关于“安全”在国家发展中的内涵的把握与深化，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

郎旭华、冒佩华：中国共产党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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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有助于更好地探析中国共产党在参与我国百年来金融治理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具有

重要意义。以下将从历史启示与核心要件两个方面对此进行探讨。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治理的历史启示：统筹“发展和安全”

1.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之于经济“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是在“人民受

了外来的政治力经济力压迫”“对于政治上的感觉力与组织力渐次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①对此

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清醒认识：第一，从总体安全观的角度来看，稳定的政权、强有力的权能所营

造的稳定环境是抵御外来列强经济、政治等多方面侵袭的必要前提；第二，从发展观来看，独立

自主的实业发展体系、合适普惠的融资渠道是避免农民出卖其仅有的土地要素换得基本生存资

料的重要出路。边区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

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

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②此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便成

为我党一以贯之的重要原则。

历史充分揭示了这一螺旋式上升的发展逻辑：革命时期党受制于经济基础，在同国民党的

边贸活动中整体上处于被动，金融活动始终在支持革命建设和维护主体信用间艰难权衡，这在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高度统一和集中的金融和经济体制，才实现国内经济建设独立运作的主动

权；而在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纳入全球经济体系，相对于西方国家，弱势的产业和信用基

础使得我国不得不以廉价劳动力和初级加工品换取以美元为代表的外汇资本。在此后的发展

中，这种全球化的“发展红利”逐渐受制于由国际分工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瓶颈和由粗放生产所带

来的经济“陷阱”，因而从历史视角看，这一融入全球化的进程是当时理性的被动融入决策，有待

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再一次化被动为主动。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历程清楚表明，单方面高度依赖

外国、缺乏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都不可能具备应对高度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的基础。具有“内

在韧性”的产业基础和金融信用体系是对内构建产业恢复、增产、转产能力，对外实现平等且相

互支持的贸易的核心要素，是掌握本国经济发展主动权的核心所在。这种“内在韧性”的构建，

在实体经济上体现为从过去以规模经济促进发展，向基于加强产业部门横向或纵向联系以实现

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的产业集成化转变；在金融体系上体现为从过去以有限开放实现

的金融安全，向通过完善规则体系、监管体系、基础设施体系的高水平资本运作与人民币国际化

进程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方向转变。

2. 注重“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在统筹社会整体“发展和安全”中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在实

践中发展出来的“经济基础−民意基础−主权信用−金融信用−强化经济基础−强化民意基础……”

的调控路径，实现了我国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态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实体

经济同金融体系的功能转型与发展变迁为实现党领导下的调控路径提供了基础，同时党的调控

路径又反过来对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增信起到了积极作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充分、科学认识。

在此过程中，党在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命题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革命时期，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早于国内苏维埃政权的建立，③因此早期根据地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

主要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和确立的。在长期外部封锁的历史条件和相对弱势的经济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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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实现思想统领、路线统领下的革命建设、经济建设成为最大程度凝聚生产要素合力，以及最

快速度稳固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历史选择，这也使得党的领导在我国生产建设领域发挥了独

特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党政关系和政治体制总体上沿袭了苏联的“党政合

一”模式，外部封锁的持续使得党和政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仍然是在确保国家的主权和

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开展的，党的领导仍然起到主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在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政府主导的市场规则与制度建构与市场主导的竞争演化间的互动关

系起主要作用。此时，中国共产党表面上似乎淡出了这一阶段的金融治理进程，实则是在保证政

府职能相对独立的前提下，掌握谋划国家发展路线方针、确立政治方向和目标等重要事项的权

力，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明晰了市场化开放环境下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市场间的运作边界。可以发

现，在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只是政府，中国共产党也在积极发挥治理作用，这体

现在党和政府在实践过程中都在结合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最大限度地认识并尊重经济社会发

展规律，但同时两者又立足各自权责，一以贯之致力于实现全局性的理性制度建构，这是区别于

西方发达国家金融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治理的核心要件：“三大导向”与“三大优势”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融治理实践来看，“经济基础−民意基础−主权信用−金融信用−强

化经济基础−强化民意基础……”的总体路径，反映了其更注重从“建立在特定经济基础之上的

国家相对独立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来建构国家治理体系，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

家理论的立论基点。这使得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同西方政党产生了显著分野，在国家治理

中彰显了其独特地位，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导向：

一是根本思想导向。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特质具有高度抽象性和规律性，

是着眼于社会形态运动和变化规律演进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

党，在辩证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认识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始终承袭了其对社会

发展规律考察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特征。在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主线的金融治理历程中，中国

共产党从早期以政权（主权）信用支持实体经济成规模、成体系发展，到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化信

用体系为纽带建立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反哺总体国家安全的良性循环关系，根本上正是源自对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原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特点的统筹把握。另一方面，尽管

不同历史时期的治理手段不同，但不论是革命时期解放无产阶级劳动力，还是新中国早期开展

以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一化三改造”，还是改革开放时期开放市场以激励“先富带动

后富”的差异化发展，再到新时代通过监管方式和监管规则的优化来维护良性市场竞争环境、促

进社会利益公平分配，都始终遵循稳健统筹劳资关系，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兼顾国

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这四项基本原则。①这充分表明，中国

共产党的百年金融治理，在执政思想上始终坚持服务人民主体这一根本指向，始终坚持人民利

益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和初心使命。

二是战略目标导向。一方面，从过程目标导向来看，党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善于把握主要矛盾

的主要方面。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金融治理，在革命时期通过低息贷款支持农业生产和合作社

经济，统筹的是“革命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业化建设时期借助金融体

系辅助国家财政投资来实现国家指令性计划资源配置模式，统筹的是“工业化建设同落后产业

基础”的关系；在改革开放时期通过构建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授信自主化，统筹

郎旭华、冒佩华：中国共产党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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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关系；在新时代通过引导金融体系支持创新驱动、包

容和可持续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的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关

系。这些主要矛盾的提出，既一以贯之地坚持了开展经济建设这一“主要方面”，又根据主要矛

盾的转化因时因势调整经济建设的重心，实现了对社会整体经济发展节奏的合理把握。另一方

面，从终极目标导向来看，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终极目

标，这需要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在内的多维度社会现

代化目标的高度集成与实现。近年来，在金融治理层面，以小微企业、城乡弱势人群为重点服务

对象的普惠金融的实施推动实现了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金融服务全覆盖；大宗商品市场、碳交

易市场等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推动了市场定价机制下供需主体间金融服务的精准匹

配；数字货币、天气期货等新兴金融基础设施、金融衍生工具的建设为今后金融高质量地服务社

会经济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金融普惠化、精细化、完备化发展的背后正是“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在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模式和道路选择等问题上的具体表现。因

此，这一终极目标的确立为过程性战略目标的确立明确了目标和方向，也为实现民族复兴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提供了方向性指引。

三是核心利益导向。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实现执政基础的长久稳固，关键在

于贯彻“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利益导向。要实现利益统一，执政者必须最大限度地

代表人民意志，并且在执政上有具体政策表现。纵观中国共产党金融治理的百年历程，从土地革

命时期向民众退还银行筹资股金、兑换红军票，到抗战时期“保护人民财富、支持生产”，到新中

国成立前后迅速稳定市场、恢复经济，到改革开放之初“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再到新时代坚

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保持宏观金融稳定的目标，党始终坚持国家银行以及后来中央银行的“人

民”属性，通过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服务群众、服务实体经济，以彰显人民主体意志，实现了根本

思想导向、战略目标导向、核心利益导向的协调统一。

与之相对应，以上三方面导向又分别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参与金融治理过程中的独

特优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从长期角度来看，根本思想导向决定了党的战略定力优势。在抽象层面，中国共产党的

金融治理始终坚定围绕解放和发展实体经济生产力展开，形成了以政权（主权）安全支持特定阶

段实业发展、以金融体系为中枢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良性协同的总体思路。这种战略

定力使得党的思想路线以内在连续性和高度稳定性实现了党立足实际运筹帷幄、总揽全局的定

力；而在具体层面，这一连续性与稳定性使得党拥有抓取问题主要矛盾以及矛盾主要方面的能

力和理论自信，因而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党的金融治理能够结合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生

产关系，通过政党意志宣示、市场预期引导等方式减轻短期波动对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负面

影响。

二是从协调长期和短期角度来看，战略目标导向决定了党在调控能力上具有优势。在信息

化、市场化的环境下，政府一方面要在微观主体上逐步放松管制，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竞争环

境的形成，而另一方面需要在宏观战略上通过政策导引来强化对公共资源的管理，以确立良性

竞争的外部边界和发展前提，实现市场“竞争演化”和社会发展“理性建构”间的统筹。其中，社

会发展“理性建构”的形成，在表面上是政府通过其组织力量在社会经济运作中展现的具体职

责、技能与效力（冒佩华，2003），究其实质，这种“理性建构”力量的形成背后反映的是一个具有

长期战略属性的政党意志的集中体现，而这种“理性建构”的贯彻是借由各级党组织嵌入各级政

府体系而发挥其调控作用的。例如，通过开展绿色金融试点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打赢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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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战过程中通过定向货币政策工具实现金融精准扶贫等（中国人民银行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2018）。党的这一调控优势，既是对政府权能的外部监督，又为政府把握宏观方向提供了

指引。

三是从短期角度来看，核心利益导向决定了党在特定时期的政治动员能力优势。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作为自身的核心利益导向，积极统筹社会生产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在经

济上实现了历史性变化，即从“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到通过发展帮助人民丰富物质

利益，再到致力于帮助人民在实现物质利益的同时实现更大范围的权益。这种变化在一定社会

条件下可以具体表现为非常时期所采取的特定举动，如土地革命时期群众放弃本利，退还银行

股票以帮助苏维埃政府筹资，①抗日战争时期以生产运动动员、减租减息动员为主的经济建设动

员，脱贫攻坚时期发动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事业单位推动定点扶贫等。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利

益观，构筑了其同党政治动员能力间的正反馈关系；同时，这种政治动员能力的合理使用也为阻

断公共事件的社会政治风险和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演化提供了宝贵时间。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丰富“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和内涵，即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实质上是一种长期性的、战略性的、高稳定性的领导，但在面对短期或当期的现实偶发因素所

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扰动时，党的领导又可以通过嵌入各级政府实体的各级党组织，借

由各级政府的组织力量引导并稳定社会的短期预期，从而将这种抽象的长期领导通过短期内各

级政府的具体措施予以平稳、有序的贯彻和传导。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政府干预”，而是在明晰其同政府和市场两大主体的权能边界的基础上，实现以短期引导为具

体意志体现的长期战略领导。这种短期性与长期性领导的协调统一所带来的中国共产党的独特

功能优势，是我国实现更高效能、更高质量金融治理的核心要件，也是与西方治理体系最大的不

同之处。

七、进一步讨论：中国共产党、政府与市场的权能及其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根本思想导向、战略目标导向和核心利益导向下所充分发挥出来的三个方面

领导优势，使其在金融治理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发展实业为基，以构建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关

系为要，以实现人民群众利益共荣为本”的金融治理思想，确立了不同于西方政党的独特优势。

这一独特优势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统筹把握，在历

史实践中构建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从而强化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韧性、

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总体水平，丰富了“发展和安全”这一命题的历史内涵，因此有必要将这

一金融治理思想进一步上升至国家治理层面进行学理化研究。这里主要需要把握两个方面的问

题：一是从国家整体来看，中国共产党、政府与市场间存在着何种互动关系；二是从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协调政府和市场的互动关系中起到何种作用。以下将在法治国家框

架下，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中国共产党、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

第一，从三个主体的功能定位来看，三者各司其职但又相互联系。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以“人民主体性”作为根本目标，通过不同历史阶段的战略谋划最终实现其意志和利

益的组织，因此中国共产党实际是面向长期的决策实体；市场受资本力量驱使，以市场主体追求

利润最大化为基本特征，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并通过资本对市场主体的激励实现其创新驱动功

能；政府作为一个行政强制组织，是以其组织力开展治理活动的主体。这三者的关系表现为政府

郎旭华、冒佩华：中国共产党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的独特优势

①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金融研究所：《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1985 年 10 月编，第 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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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能同时受到市场和党的双重约束：就“政府−市场”的关系而言，政府会及时调整和优化包括

政策措施、管理规定在内的权能，以实现经济主体的良性竞争：从“党−政府”关系的角度来看，

政府一般会基于党给出的战略路线和阶段性战略目标提出更为实际的政策实施规划纲要，这表

明政府权能同时受到党的意志的调控。因此，政府需要调节党所代表的长期利益和市场所代表

的短期利益的关系，是两者的连接点与协调器。

第二，从实现权能运行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优势通过两条路

径来体现：（1）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府的组织力，将党的人民性意志通过政府的具体政策传导到市

场，市场又反过来将其发展过程中的利益矛盾和诉求反馈给政府。此时，一方面政府在短期管理

方面发挥其组织上的权能优势调控各方利益关系，另一方面政府在政策实践中发现的经验和规

律又会被各级党组织所吸收，作为调整和优化阶段性战略目标和路线的决策依据，进而在此基

础上展开新一轮循环。这保证了党领导下的政府政策的高度连续性和社会稳定性。（2）中国共

产党通过权能调控能力和政治动员能力优势在“政府−市场”之间发挥利益引导和平衡的作用。

从权能调控能力来看，在一些战略意义超过经济意义的部门（如公共事业部门和国家核心利益

相关部门等），仍有必要采取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制度，这需要党的人民性意志在实际控制

这类产业的发展改革部门中予以贯彻，体现其保卫国家和公共安全、实现人民福祉的重要意义；

而在非核心经济部门，政府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构建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

要求的服务型职能机构，此时需要党通过各级党组织对政府行为实行权能监督，以明晰政府和

市场间新的权能边界。从政治动员能力来看，在社会经济运行较为平稳的时期，资本及其背后的

信息流活动较为活跃，党作为战略路线的制定主体可以通过定期颁布宏观路线方针信息的方式

实现与市场的沟通，以信息引导资本的有序集中并参与社会发展建设；在出现市场失灵的特殊

时期，党可以通过组织政府力量或开展群众动员等方式予以短期应对，以平抑突发事件的不确

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与波动。

因此，在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定力、权能调控能力、政治动员能

力同政府的组织实施能力和市场的资本增殖能力拥有不同的功能定位，但在权能调控方面相互

协调、相互约束，构成了图 2 所展示的中国共产党、政府与市场的三元关系。这种国家治理体系

中的权能路径构建，是在充分尊重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规律的基础上对百年来党

的治理实践的经验和逻辑总结，具有历史性、科学性和可行性。
 

图例：

路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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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组织力的贯彻、实施
（协调长期与短期的利益关系）

市场：经济主体的良性竞争
（追求短期经济利益）

战
略
方
向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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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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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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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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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图 2    法治国家框架下中国共产党、政府与市场关系与权能路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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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究结论和启示

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金融治理过程中的经验和逻辑，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分析

党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的独特优势，并以此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市场的三元关系

架构。研究发现：（1）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金融治理历程，以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地建立政权（主权）

信用体系的革命实践、治理实践为主线，围绕形成、建立并强化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信用体系这

一前提，以形成、建立并强化独立自主的实体经济循环体系为基础，形成、建立并强化独立自主

可控的货币金融调控体系，从而实现了“经济基础−民意基础−主权信用−金融信用−强化经济

基础−强化民意基础……”这一螺旋式上升的调控路径。以金融体系功能的阶段性变化为纽带，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实体经济从早期根据地个体化和分散化发展向公有制特征鲜

明的集中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规模化高速发展，直至协同政府与市场促进高质量发

展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发展出了“政党安全−主权安全−经济安全−总体国家安全”四个

阶段的“安全观”认知，实现了其对“发展和安全”两大历史逻辑辩证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2）

百年金融治理的逻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具备考察社会规律的长期性、稳

定性和执政思想上的人民主体性特征。这一根本思想导向，同其战略目标导向、核心利益导向所

带来的战略定力优势、权能调控能力优势和政治动员能力优势，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治理

优势。（3）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治理优势进一步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政党、政府和市场三元关

系。其中，党的战略定力优势保证了政府决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权能调控能力和政治动员能

力优势又使得党能够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发挥利益引导和平衡作用，从而通过这两条权能路径进

一步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呈现出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约束的特征。

本文立足中国共产党百年金融治理历史考察党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的独特优势，且这一

考察对认识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一定指导

意义：第一，金融不仅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也是近现代经济与政治关系的交汇点。经济金融

领域风险与其他社会政治风险间存在通过金融体系双向传染演变的更大风险，这是中国共产党

在金融治理过程中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切实防

范化解金融的系统性风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进

而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健运行。第二，面对政府和市场存在二元对立这一话题，要充分发挥中国共

产党的利益引导和平衡作用，在法治框架内实现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市场三者的良性协调。第

三，中国共产党立足发展实际运筹帷幄、总揽全局的能力彰显了党的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同时，

党的独特优势也是构建中国共产党、政府、市场三元关系框架的前提条件，这对党必须长期立足

“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党根本，始终保持其长期先进性和战略稳定性提出了强有力的历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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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uring both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and Logic of the CPC’s Centennial Financial

Governance

Lang Xuhua,  Mao Peihua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Summary:  Ensuring both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is the historical thread of the national gov-
erna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Starting from this thread,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governing logic formed by the CPC in this process, and ex-
tracts its unique advant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CPC’s
positioning and role in financial governing and eve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However, the existing re-
search lacks the combing and analysis of the CPC’s financial governance practice and logic, and there is little
overall and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PC’s role in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
ment and the market. By combing the historical sources of the CPC’s centennial financial governance, this pa-
per examines the unique role and advantages of the CPC in this process, and makes an academic study of this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governing log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forming a ternary relationship
framework of the CPC,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1) Financial governance un-
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not only rea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real economy
from individu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to collectivization, scale and even integration, but also deepens the
recognition of aspect of security from party security, sovereign security to economic security and even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2) The deepening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stems from the ad-
vantages of strategic stability, power regulation capability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brought by the CPC’s
fundamental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strategic goal orientation and core interest orientation. This makes the
CPC’s leadership a long-term strategic leadership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power boundary with the two
main bodi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forming a unique governance advantage. (3) The unique gov-
ernance advantage of the CPC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through two
power paths. That is, the CPC’s strategic stability advantage ensures the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govern-
ment’s decision-making, and the advantages of power regulation ability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bility en-
able the CPC to play a role in guiding and balancing interest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The re-
search contribution mainly lies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PC’s unique advant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governance, which is a further enrichmen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Second, tak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s the thread, this paper form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CPC’s centennial financial governance history, which fills the gap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ird, this pa-
per further develops the ternary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the CPC,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nd ex-
pands the existing governing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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